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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倭国使节到隋朝 , 是自南朝中期两国交往中断以来国家关系的重建。对倭国而言 , 恢
复与中国的交往 ,既出自其国内政治改革的需要 , 也与其在朝鲜南部的利益相关联。对隋朝来说 ,





开皇二十年(推古八年 ,公元 600年),日本(倭)遣使入隋 ,此事见于《隋书》卷八十一《东夷
·倭国传》 ,而未见于日本正史《日本书纪》 。此次日本使者的到来 ,重开了两国自南齐以来中断
百余年的邦交 ,意义殊大 。此后 ,日本使者频频而至 ,见诸记载的就有大业四年(推古十六年 ,




疑。《隋书·倭国传》记载 ,倭使到后 ,“上令所司访其风俗。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 ,以日为弟 ,天
未明时出听政 ,跏趺坐 ,日出便停理务 ,云委我弟 。高祖曰 :̀此太无义理。' 于是训令改之。”以
上记载表明 ,由于长时间没有交往 ,故隋文帝对倭国事情甚感兴趣 ,特加访问 ,并深以为怪 。因
此 ,在此之前不应有倭使到访 。如此 ,则隋朝与倭国的交往发生在开皇二十年到大业十年之间
(600 ～ 614)。
和以往中国正史对倭国的记载相比 ,《隋书·倭国传》增加了不少新的知识 ,例如:“内官有
十二等:一曰大德 ,次小德 ,次大仁 ,次小仁 ,次大义 ,次小义 ,次大礼 ,次小礼 ,次大智 ,次小智 ,
次大信 ,次小信 ,员无定数 。”这是对日本推古女王朝圣德太子创建冠位制度的完整记述。
此外 , 《隋书·倭国传》记载:“敬佛法 ,于百济求得佛经 。”这也是全新的内容 。日本佛教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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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由中国传入 ,我已有专文考证① ,于此不赘。但佛教隆盛并成为国家宗教 ,主要是538年因百
济圣明王向倭王赠送佛像经卷而激成的 。585年 ,日本朝廷围绕排佛与兴佛问题 ,爆发了物部
氏与苏我氏的政治斗争;587年 ,苏我氏与圣德太子联盟击灭物部氏 ,崇佛派取得胜利。604
年 ,圣德太子颁布《宪法十七条》时 ,其第二条即为“笃敬三宝” ,明确将佛教作为国家宗教 。这
时 ,中国经历了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始于 574年),隋朝建立后 ,佛教才得以复苏。因此 ,该时
期日本兴隆佛教不能不依赖于朝鲜三国 。
然而 ,就在日本佛教走向高潮的时候 ,中国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 。隋文帝晚年大幅度改变
既定的文化政策 ,黜儒崇佛 。仁寿元年(601),隋文帝下令裁汰官学 , “于是国子学唯留学生七
十人 ,太学 、四门学及州县学并废”②。值得注意的是 ,同日 ,文帝派遣使者向全国 30州颁发舍
利 ,掀起崇佛的高潮 。翌年及仁寿四年 ,文帝又两度向各州颁发舍利 ,让全国沉浸于宗教崇拜
之中 。短短几年间 ,文帝动员全国 ,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 ,开展大规模崇佛运动 ,全国指定修建
的寺塔达一百一十余处 ,而未加载明者也不在少数 。无论从经济还是精神层面 ,如此广泛地动
员民众 ,在中国史上实属罕见 。
而且 ,颁赐舍利的范围还不限于中国 , “高丽 、百济 、新罗三国使者将还 ,各请一舍利于本国
起塔供养 ,诏并许之”[ 1] ,而在中国求法的朝鲜僧人也随此佛教高潮 ,回国传法 ,如新罗高僧圆
光就因为“勤业既精 ,道东须继”[ 2]而随新罗使节回国弘法。隋文帝崇佛的声誉也因此鹊起 ,
远传东亚 。
对于日本而言 ,佛教依赖朝鲜国家转手输入 ,毕竟不如直接由中国吸收来得究竟 。而且 ,
要建立自身的佛教 ,就必须培养高水平的僧众 ,不能老是依靠外来僧侣。日本虽曾派善信尼到
百济留学 ,但其佛学水准不高 ,殆可无疑 。何况日本还具有与其视为蕃国的三韩一较长短的心
理。诸般原因都促使日本转而向中国求法。
据此可以判断 ,大业三年倭使向隋朝廷所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 ,故遣朝拜 ,兼沙
门数十人来学佛法”[ 3] ,所说的隋皇乃隋文帝③。其理由显而易见:第一 ,从北周武帝灭佛中
重兴佛法者为隋文帝 。第二 ,从表面上看 ,隋文帝与隋炀帝都十分崇敬佛教 ,但实际上却颇有
差别 。文帝崇佛注重的是外在形式 ,如造寺塔佛像 、颁赐舍利经书和广度僧尼等 ,而炀帝则重
视佛教义理的发潜阐幽 ,故他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文帝立寺度僧过滥的缺失。[ 4]显然 ,把崇
佛事业开展得轰轰烈烈 、天下响应者乃是隋文帝无疑。第三 ,中国的事情经由朝鲜国家而传播





③ 金子修一《隋唐交代と东アジア》(收于池田温编《古代を考える唐と日本》吉川弘文馆 , 1992 年版)
认为:“倭国の遣使の目的は,教を手厚く保护している炀帝に使者を派遣し、……”但我以为是“文帝” 。
《隋书》卷二《高祖下》 。关于隋文帝晚年文化政策转换的背景及其目的 , 详参拙著《隋文帝传》第十三
章 ,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参阅拙作《司马氏与中国佛教传播日本》 , 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 6 期;《日本早期佛教的传播》 , 载新






日本中央贵族所热衷的佛教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着重于现世佑庇祈祷 , ① 向往西方净土
世界。圣德太子本人也特别热心于佛教事业 ,亲自为佛经作注 ,誓愿往生西方净土 。②如日本
学者所论 ,与隋朝的交往乃在圣德太子的主持下进行 ,则其国书以西方指称隋朝 ,非但没有丝
毫贬损之意 ,反应含有宗教的尊敬 。
实际上 ,此国书引起隋炀帝不悦后 ,日本在下次国书中将“日没处天子”明确改为“西皇
帝”③ ,倭使更明白地称隋天子为“海西菩萨天子” ;而隋使裴世清到日本时 ,其王亲自接见 ,说
道:“我闻海西有大隋 ,礼义之国 ,故遣朝贡。我夷人 ,僻在海隅 ,不闻礼义 ,是以稽留境内 ,不即
相见。今故清道饰馆 ,以待大使 ,冀闻大国惟新之化。”④ 语气谦恭 ,丝毫没有倨傲自大的态
度 ,这与国书的立场应是一致的 ,亦即日本抱着向中国学习的态度 ,力图重开两国间的友好关
系。因此 ,绝无故意用藐视中国的国书进行挑衅的道理 。所谓以“日落处”来表明日本比中国
优越云云 ,不过是后世日本人对此时代日本外交的臆解和谬赞。
据《日本书纪》载 ,日本是在第三次使节入隋时才派遣留学生和留学僧计 8人 ,但《隋书·倭
国传》则称第二批遣隋使已携留学僧数十人同行 。显然 ,在重开两国关系的阶段 ,佛教等文化
色彩相当浓厚。自本居宣长以来 ,日本古代史研究者大多以为 ,倭对隋外交的目的在于求佛法
和输入大陆文化 ,甚至认为“遣隋(唐)使几乎未见在国际政治上的活动” 。[ 5]
然而 ,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朝鲜国家 ,特别是百济 ,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关系 ,
对此 ,我曾有专文作过论述 ,请参阅 。[ 6]而这种文化的传播 ,是建立在紧密的国家间政治关系
的前提之下 。无此政治关系的单纯的文化交往 ,殆不存在 。宕昌 、河东 、芮芮等国王曾向南朝
请求图籍技工 ,尽管他们名义上都为南朝的属臣 ,但还是遭到婉言拒绝 。⑤ 日本与中国的关系
不如百济亲密 ,且双方的国际政治关系秩序亦未重新确立 ,因此 ,撇开政治关系而企图径直与
中国建立文化联系 ,几乎是不现实的。这既不符合中国的外交目标 ,也未必符合日本的利益。
隋文帝尊崇佛教 ,并非骤兴于其晚年。隋朝甫立 ,隋文帝即复兴佛教 ,并以僧人充任顾问 ,
二十余年间 , “每日登殿 ,坐列七僧 ,转经问法 ,乃至大渐”[ 7] ,这些都是天下皆知之事。如果日







《隋书》卷八十一 ,《东夷·倭国传》 。以上两处 ,日本均以“海西”称隋 , 则所谓的“西” ,决非以朝鲜为坐
标确定的(其说见李成市《高句丽と日隋外交》 , 《思想》 795-1990)。
倭国第三次遣隋使所带国书载于《日本书纪》卷廿二推古天皇十六年:“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上宫圣德法王帝说》(岩波文库本 ,日本岩波书店 1941 年版)记载:“上宫王师高丽慧慈法师 ,王命能
悟涅 常住五种佛性之理 ,明开法花三车 、权实二智之趣 , 通达唯摩不思议解脱之宗 , 且知经部萨婆多两家之
辨。 ……即造法花等经疏七卷。”
关于日本古代佛教流传情况的基础性研究 , 参阅拙作《净土教在日本的流传与发展》 ,《闽南佛学院学





关系相当复杂 ,五胡十六国时代 ,高句丽大举西扩 ,据有辽西 。北周统一中国北方时 ,高句丽为
了阻止中国恢复对东北地区的统治 ,曾经出兵支持盘踞营州的高宝宁 ,与北周军队发生激战 。
因此 ,以统一中国为使命的隋朝 ,其与高句丽的关系埋藏着重大的危机。随着统一的进程和王





决东亚问题的决心 ,对该地区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各国出于自身安全与利益的考虑 ,都必
然要对此作出反应。例如 ,百济即刻“遣使奉表 ,请为军导”[ 9] ,就是明证 。显然 ,这是东亚各
国重新分化组合的时期 ,其外交方针的变化 ,不论直接间接都受到中国对东亚政策的影响 ,日
本也不例外。就在隋伐高句丽而引起东亚政局变动之时 ,倭国使节突然来到隋朝 ,决非孤立
的 、偶然的事件 。
其二 ,日本进攻新罗 。日本在朝鲜半岛南部有着重大的利益 ,这里是日本同大陆联系的主
要通道 ,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对日本生死攸关。六世纪 ,朝鲜半岛上出现的重大变化 ,是新罗开
始以独立的姿态与百济 、高句丽以及倭国展开角逐 。其中 ,对日本造成巨大冲击的是新罗攻占
了倭国在朝鲜南部颇具影响力的任那(加耶)③。此后 ,历代倭王都企图重建任那 ,到推古八年
(即开皇二十年 ,600年),《日本书纪》记载:“新罗与任那相攻 ,天皇欲救任那 。是岁 ,命境部臣
为大将军 ,以穗积臣为副将军 ,则将万余众 ,为任那击新罗 。”且不去具体考证此记载中的夸张
成分 ,倭国军事介入朝鲜南部的意图是明显的 。
在此前后 ,朝鲜半岛出现的一些新动向 ,亦需高度重视。《日本书纪》推古三年(595)五月
条记载:“高丽僧惠慈归化 ,则皇太子师之” 。同年来到日本的还有百济僧慧聪 ,同样受到日本
朝廷的重用 。两年后 ,百济派遣其王子阿佐到日本 。随后 ,日本派吉士磐金赴新罗 ,所交涉者
无疑应是任那问题。结果 ,倭使于翌年携新罗进献的“鹊二只”而归 ,八月 ,新罗再进献“孔雀一
只” ,显然 ,日本和新罗的交涉不得要领 ,未见成效 。
599年 ,百济向日本进献驼羊等 ,翌年 ,日本便向新罗采取了上述军事行动。但是 ,此次行




③ 《日本书纪》卷十九“钦明廿三年(562)春正月”条。据《三国史记》卷四记载 , 是年 , 新罗攻占加耶。此
事亦见于中国文献 ,《通典》卷一百八十五“新罗”记载:“因袭加罗 、任那诸国 , 灭之” 。关于“任那”(加耶)政权
的性质 ,日 、韩学者见解歧异。
此期隋与高句丽关系的演变 , 请参阅拙作《隋と高句丽の国际政治关系をめぐって》 , 载《堀敏一先生
古稀记念 中国古代の国家ん民众》 , 日本汲古书院 1995 年 3月版。
《隋书》卷八十一《东夷·高丽传》将隋文帝玺书系于开皇十七年 ,似误 , 当系于开皇十年甫平陈后。
月 ,日本更“遣大伴连啮于高丽 ,遣坂本臣糠手于百济 ,以诏之曰 :̀急救任那' ,结果似乎不如人
意 ,高丽和百济只是分别派和尚僧隆 、云聪和观勒前来 ,权且冲帐 。而日本虽然组织了新的远
征军 ,却因内部的种种原因 ,不了了之。
综上所述 ,六七世纪之交 ,隋与高句丽 、倭与新罗的冲突 ,使得朝鲜半岛的局势十分紧张 。
日本与高句丽 、百济在对新罗的一致关系 ,显然不符合隋朝在朝鲜的战略 。因此 ,日本有必要





记述之后 ,突然出现如下记载:“新罗 、百济皆以倭为大国 ,多珍物 ,并敬仰之 ,恒通使往来 。”
倭国经常以军事介入朝鲜南部 ,这在日 、韩两国古代文献以及《好太王碑》等文物碑铭上均
有反映 。554年 ,朝鲜三国间关系发生重大转变 。前一年 ,百济与新罗合谋灭高句丽。为此 ,
百济专门派遣使者入倭求援 ,获得允诺。于是 ,百济遂向高句丽发起攻势 。就在此时 ,新罗王
以为:“国之兴亡在天 ,若天未厌高句丽 ,则我何敢望”[ 10] ,遂暗通高句丽 ,共谋百济 ,取百济东
北鄙以置新州。此役一改新罗附庸于百济的形象 ,从此成为朝鲜半岛上势力角逐的一方 。
新罗的背叛是百济所不能忍受的 ,因此 ,百济于翌年转而向新罗发动进攻 ,并向倭求援 。
五月 ,倭国答应的援军一千人 、马一百匹和船四十艘陆续开赴百济。十二月 ,百济圣王亲率大
军发起强大攻势 ,却被新罗所包围 ,圣王被俘而死 ,余部在倭弓箭手的掩护下逃归。
就在百济危急时刻 ,556年 ,倭国趁百济王子归国之机 , “仍赐兵仗 、良马甚多……遣阿倍
臣 、佐伯连 、播磨直率筑紫国舟师 ,卫送达国;别遣筑紫火君率勇士一千卫送弥氐 ,因令守津路
要害之地焉”[ 11] 。在倭军的掩护下 ,百济重新站稳脚跟。
此后 ,新罗一方面在朝鲜半岛南部迅速扩张 ,另一方面则不断派遣使者入倭 ,以避免再次
出现倭军直接支援百济的情况 。这就是上引《隋书》所谓“新罗 、百济皆以倭为大国”的实际背
景。也就是说 ,由于三韩间的相互斗争 ,给了倭国可乘之机 ,影响着局势的发展 ,因而被视为
“大国” 。①这样 ,倭国作为在朝鲜半岛南部有重大利益 ,且以大国自居的一方 ,不得不面对隋朝
日益增强的战略影响 。
如上所述 ,隋朝与倭国的利益并不一致。而且 ,隋朝也不承认倭国的大国地位 ,甚至把倭
国视为藩臣 ,直接训令其改正不符合中国礼义的政制风俗 ,中日两股力量在朝鲜半岛碰撞 。对
于倭国统治者来说 ,中国的巨大存在是不可能不意识到的 ,双方悬殊的力量对比 ,使其采取相
当冷静务实的对策 ,这一点往往是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学人难于理解的。当然 ,倭国也不可能




① 《日本书纪》“钦明十五年冬十二月”条记载 , 百济余昌勾引倭国谋伐新罗时 , 拒绝耆老劝谏道:“我事
大国 ,有何惧也。”
《隋书·倭国传》记载:“倭王姓阿每 ,字多利思比孤 ,号阿辈鸡弥 。”据日本学者研究 ,所谓
“阿每”乃日语“天(アメ)” 、“阿辈鸡弥”乃“大王(オホキミ)”的音译 ,而“多利思比孤(タリシヒ
コ)”亦为译音 ,末尾的“比孤(ヒコ)”是对男子的美称 , “多利思”如何比定 ,似未定论 。① 把这
一连串奇怪的文字串在一起 ,实指男性“天王”(アメ·オホキミ, アメキミ),即后来定型为“天
皇” 。②
众所周知 ,开皇二十年 ,隋文帝批评倭国“太无义理” ;大业三年的倭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
书日没处天子” ,被隋炀帝斥为“蛮夷书有无礼” 。其无礼之处并不在于“日出处”与“日没处” ,
或“东”与“西”的用法上 ,而在于和隋朝皇帝并称“天子” ,毫无上下尊卑之别 。若看一看突厥与
隋文帝之间的书函格式 ,即可明了 。
突厥沙钵略可汗势力尚强时 ,致书隋文帝称:“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 、伊利俱卢设莫
何始波罗可汗致书大隋皇帝” ,虽然口气颇大 ,称号基本对等 ,但仍有细微差别 ,即称隋文帝时
用正式的“皇帝”称号 ,自己则称“天子” 。而文帝回书时 ,称:“大隋天子贻书大突厥伊利俱卢设
莫何沙钵略可汗” ,用“天子”对“可汗”的格式 ,明确上下身份差别 。沙钵略势力衰落后 ,其书函
格式也相应变为:“大突厥伊利俱卢设始波罗莫何可汗臣摄图” ,仍称文帝为“大隋皇帝” 。显




之下的皇帝 ,而四邻则为藩属于隋的国王 ,由此构成中华文明世界的关系秩序。隋朝的意图 ,
倭国同样难以接受 ,然而 ,又不宜和隋朝正面冲突 ,所以 ,倭使采用隐蔽曲折的手法 ,直接将“天
王”的语音作为其国王名字 ,使得隋朝沿用时 ,不知不觉中已经称倭王为“天王” ,尤其是留在文
字记录的致倭王国书中 ,颇令倭人深感自得。
这种以译音蒙混的手法 ,倭使颇常运用。例如 ,当时的倭王为推古女王 ,但中国颇以女人
当王为羞异 ,如唐太宗即以新罗由女王当政而颇加非议 ,可见时风之一斑 ,所以 ,倭使特以 586
至587年在位之用明王向隋作介绍 ,因而留下倭王字“多利思比孤”的奇怪记载 ,让后世日本学
者伤透脑筋。实际上 ,在用明和推古之间 ,尚有崇峻 ,为男王 ,但因其被臣下所弑 ,故也隐讳不
提。此外 ,在唐朝 ,日本的天皇称号业已定型 ,为让唐人跟着使用 ,日本使者也采用了相同的蒙
骗手法 ,故在张九龄为唐玄宗起草的致日本国王书中 ,留下“敕日本国王王明乐美御德”的奇怪
名号 。[ 12]其实 ,这奇怪的名字是“ スメラミコト”的音译 ,意思即为“天皇” 。这种偷梁换柱的




③ 《日本书纪》“推古十六年八月”记为:“皇帝问倭皇” 。隋文帝称倭国君主为“皇” ,绝无可能。《善邻国
宝记》上引古籍《经籍后传记》作:“皇帝问倭王” ,则是。所谓“倭皇”之称 , 无疑是日人改窜。
究竟是“大王” 、“天王” , 还是“天皇” ,日本学界歧义纷呈。其实 ,在此时期 , 日本从国名到君主称号均
未定型。由原来的大王 ,发展为天王 , 进而定型为天皇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 处于这一发展过程中的隋代 , “天
王”的可能性最大。以上各种称呼 , 在抬高君权的意图上都是一致的 , 硬要考定为就是“天皇” ,这种争论既牵
强 ,也没有多少意义。
据《新唐书》卷二二★《东夷·日本传》记载:“次用明 , 亦曰目多利思比孤 , 直隋开皇末 , 始与中国通。”
用明在位于 586～ 587 年 ,属开皇初期 , 但未见与隋交往之记载。
的印象。
日本使者在中国妄自尊大 、信口开河的事例屡见不鲜。《新唐书·日本传》记载:“或云日本
乃小国 ,为倭所并 ,故冒其号 ,使者不以情 ,故疑焉 。又妄夸其国都方数千里 ,南西尽海 ,东北限
大山 ,其外即毛人云。”这种不实的介绍 ,造成许多误解 。例如 ,唐朝就以为存在倭和日本两个
国家 ,并分别为之立传。然而 ,屡屡遇到难以明白的译音及夸大其辞的介绍 ,心中难免起疑 ,从
而形成对日本人不信任之感 ,故《旧唐书·日本传》称:“其人入朝者 ,多自矜大 ,不以实对 ,故中
国疑焉。”甚至开元初年 ,日本遣唐使团申请儒士授经 ,唐玄宗令四门助教赵玄默在鸿胪寺教
之 ,日人送阔幅布为束修之礼 ,上书“白龟元年调布” ,唐人都怀疑是伪造的 ,可见对日本使节不
信任感之一斑。
这种不信任感实际表明两国间利害关系的不一致 ,以及日本谋求获得大国地位而受到中
国尊敬的意图 ,并未对隋唐的东亚战略构成挑战和威胁 ,所以 ,隋唐两代对其采取的政策基本
上是争取将其纳入中华文明圈内 ,甚至希望日本能够协助中国实现在朝鲜的战略目标。因此 ,
隋炀帝在对倭国书发一通脾气后 ,仍然派遣裴世清前往倭国 ,实地考察 ,以通友好。在隋朝与
倭国的四次交往中 ,隋炀帝时代就占了三次。
一般而言 ,遣唐使往来的频度约为 20年一次 ,仅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出现例外 ,而其原






突。值得注意的是 ,自倭使入隋以后 ,其在任那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开始软化 ,到隋炀帝即位后 ,
实际停止了军事介入任那的计划 ,而转向内部的制度革新。当然 ,倭国也通过自己的方式向隋
朝表明立场 ,例如 ,根据隋炀帝对其上封国书不满的情况 ,作了相应的修改 ,但所作让步不大 ,
仍称:“东天皇敬问西皇帝” ,不臣服的态度跃然纸上。客观地说 ,双方的外交都十分务实 。
实际上 ,日本既承认中国的中心地位 ,又最大限度保护自己的利益 ,既向中国学习 ,又坚持
独立的立场 ,不卑不亢 ,精明冷静。而这种外交能否称为“对等外交” ,恐怕大有疑问。没有任
何迹象表明倭国企图谋求在东亚的中心地位 ,更多是表明其不臣属的立场 。因此 ,这种外交应
称为“平等外交”或“独立外交” 。而且 ,倭国的外交看不出有什么可耻之处 ,从近代日本的实力
地位去鞭挞古代 ,既不切实际 ,又显得心胸狭隘。
四
综上所述 ,隋朝及初唐与日本的交往 ,是围绕东亚国家间政治关系而展开的 。中国要求重
新确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国家间政治关系目标 ,同日本谋求在朝鲜南部扩张势力的具体要求 ,存
在矛盾。然而 ,从根本上说 ,隋唐王朝所要建构的是服从于中国的稳定的国际关系秩序 ,而不
是扩张领土或其他具体的利益 ,因此 ,只要日本不对中国的世界战略提出挑战 ,两国之间并无
根本的利害冲突 ,这是两国长期友好交往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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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无意挑战中国 ,又要保全自己的独立地位 ,这种微妙的处境 ,决定了其对中国的外交




丽阻塞朝贡道路 ,高句丽仍是“遣人入唐 ,求学佛老教法” 。甚至到盖苏文篡权而与唐朝关系形
同水火之时 ,仍派遣使者入唐“求道教以训国人”。[ 14]这些求法活动 ,不过是变换形式的外交
而已 。
在朝鲜国家与倭国的交往中 ,佛教外交也屡见不鲜 。前述六世纪末 ,高句丽 、百济与倭国
改善关系 ,共同对付新罗时 ,均向倭国派遣高级僧人 ,成为圣德太子之师。601年 ,倭国要求高




安抚 ,日本即以沙门智祥接待 。日本刚在白村江战败 ,对唐朝的动向既关注又惧怕 ,此时以和
尚来转圜 ,不失为好办法。而唐朝也由此受到启发 ,于公元 692年闰五月派遣“郭务忄宗为御近
江大津宫天皇所造阿弥陀佛”[ 15] ,力图修复与日本的关系 。
由此可知 ,佛教外交是日本与朝鲜各国之间常用的外交手段 ,多用于开启相互间的交往 ,
完成秘密使命 ,增进友好和转圜陷入困境的外交关系。总之 ,是一种谋求外交关系向好的方向
转变的方法。倭国在重开对隋交往时 ,便采用了这一手段 ,其目的当然在政治方面 ,所谋求的
显然是友好交涉 ,以协调双方的战略利益 ,而决不是为了羞辱对方或寻求对抗 ,这一点有必要
加以澄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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